
问责压力何以影响精准问责？
———基于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生态环保问责案例的实证分析

谷志军　 曾　 言

【摘要】精准问责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实现
精准问责对于推动问责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论文以２０１５—
２０２１年２６９起生态环保问责案例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政治问
责压力、法律问责压力、社会问责压力和专业问责压力对问责工作精准度的影
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差异性较大，具有一定的提升
空间。其中，政治问责压力中的领导批示和社会问责压力中的民众诉求对问责
精准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治问责压力中的提级问责和巡视巡察对问责精准
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法律问责压力和专业问责压力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均不
显著。上述研究结果从实证层面检验了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阐释了问责压
力对精准问责的作用机理，同时也丰富了问责研究的理论认识，为问责工作的
精准化实现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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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问责工作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精准问责是问责工作深入
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近年来，问责工作中频频出现问责形式化、问责简单化、
问责随意化和问责选择化等乱象（蒋来用，２０１９；谷志军，２０２１），由此折射出
部分地方或部门在落实问责工作中的不精准现象。鉴于此，党的十九届中纪委
三次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精准问责，防止问责不力或者问责泛化、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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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至今，“精准问责”一词已经连续四年出现在中纪委的工作报告中，成为
指导问责工作开展的重要指南。

在此背景下，精准问责亦成为国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已有研究
主要围绕三大路径展开探讨。一是“制度－行为”路径。该路径认为，问责不
精准现象的产生，是问责制度与问责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问责是刚柔并济的
艺术，如果问责的强度过大，会引致政府官员的避责行为（倪星、王锐，２０１７；
张力伟，２０１９）；如果问责的力度偏弱，又会导致部分干部责任意识淡化、担当
精神缺失的问题（段哲哲、陈家喜，２０２１）。因此，需要从规约干部忠诚干净与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二维逻辑入手，使问责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以提升精
准问责水平（郭剑鸣、蔡文婷，２０２１）。二是“过程－要素”路径。该路径认
为，需要将问责要素分析与问责过程分析整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揭示出精准问
责机制的运行机理。在问责工作逐渐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同时，问责实践仍
存在问责客体错位、问责目的偏位、问责事由泛化、问责结果简单化等问题
（刘美萍，２０１９）。为扭转问责实践的异化现象，在问责要素层面需要问责主体
精细分工、问责对象精准认定、问责情形精准设定和问责方式精准刻度，在问
责过程层面需要精准获取问责信息、精准开展问责调查和精准作出问责决定
（吕永祥、王立峰，２０２０）。三是“权力－责任”路径。该路径认为，问责本质
上是对责任的追究，而责任背后是权力的运用。“权责一致”是公正合理问责的
基本原则，但是在当下我国党政机关权责配置实践中“权大于责仍是普遍现象”
（任建明、赵广礼，２０１９），进而引发“问下不问上” “问小不问大”等问题。
为此，亟待完善权力清单制度，为问责工作的精准化实现提供操作指引（庞明
礼、薛金刚，２０１７）。

相比较而言，西方学术界虽然没有直接与精准问责相对应的概念术语，但是
对“问责赤字”（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和“问责超载”（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等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反映出西方问责实践中所遇到的不
精准难题。一是从问责赤字来看，指的是随着委托链条的延长会导致巨大的代
理损失，使得民主政体无法让行政机构对其政策决策承担全部责任
（Ｓｃｈｉｌｌｅｍａｎｓ，２０１１）。主要表现为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共服务外包等形
式，将自身的决策责任移交给承包机构及其执行人员，进而在事实上减少了部
门首长或其他政治领导人被问责的可能性（Ｍｕｌｇａｎ，２０１４）；并且，随着外包数
量的日益增多，承包商不仅会削弱政府与生产商之间的问责链，还会将责任扩散
到无法补救的地步，使得官僚问责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Ｃｈａｎ ＆ 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
２０１０）。二是从问责超载来看，指的是通过强化问责压力来驱动组织业绩的努
力，却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Ｄｕｂｎｉｃｋ，２００５）。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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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无意但有系统地损害组织效率和效能（Ｈａｌａｃｈｍｉ，２０１４），因为频繁的问
责压力会使科层官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解释和说明他们打算去做什么以及为什
么不去做其他事情，这不仅无益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反而还会增加更多的繁文
缛节（Ｂｏｖ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总体来看，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普遍关注到了问责不精准现象及其现实
危害，并试图运用不同的视角探讨精准问责的内在机理和实现机制，但这些研
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或应然分析层面，缺乏对问责工作精准度状况的准确判断，
并且尚未注意到不同压力情境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那么，如何评价问责工作
的精准度状况？当前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到底如何？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
之间是何种关系？为回答这些问题，更好地把握问责工作的现实运作逻辑，本
文以生态环保领域的问责案例为研究对象，从实证层面分析问责精准度状况及
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实现问责工作的精准化提供参考。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问责与其他众多社会现象一样，有着多重权变因素与内在机理，需要运用
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展开分析探讨。在众多成熟的问责理论框架中，罗美泽克和
达布尼克（１９８７）富有开创性地提出了问责研究的期望管理范式，在国内外问
责研究谱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在问责领域研究中，罗美泽
克和其合作者所采用的将问责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可能是发展得最好的理
论方法”（Ｊｏｓ ＆ Ｔｏｍｐｋｉｎｓ，２００４）。罗美泽克和达布尼克根据“控制的来源”和
“控制的程度”两个维度，将问责划分为等级问责、法律问责、专业问责和政治
问责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问责期望共同构成了问责的多重压力来源。基于
问责期望的类型学划分，有效地解释了实践中复杂多样的问责压力对问责活动
的影响，已被众多学者运用于问责相关议题的研究之中。然而，由于我国政治
结构和政治生态的特殊性，需要对该分析框架进行相应调整才能适用于我国问
责相关议题的研究。一方面，在我国党政二元体制中，除了政府官僚体系之外，
执政党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等级体系，存在不同层级的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相依
并存的现象，因此，本文将政治问责与等级问责统合为“政治问责压力”。另一
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公众对公权力的监督诉求
日益多元化，政府需要以更加负责任的姿态回应好社会公众的需求和期待，因
此，本文将增加“社会问责压力”分析维度。由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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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精准问责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政治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
政治问责指的是行政部门或管理者必须对政治代表们所确定的政策和目标

作出回应并接受质询。在西方竞选政治体制下，以投票选举为核心的垂直问责
和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平行问责通常被认为是实现政治监督和控制的重要方式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１９９９）。但由于中西方的政治生态不同，中国正在探索实现政治问
责的第三条道路，即在超越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非竞选政治中的问责何以可
能以及如何实现（马骏，２０１０）。从当前我国政治问责的具体实践来看，政治问
责的实现主要包括两大机制：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问责机制。在中国党政体制
下，自上而下的政治问责不仅符合科层组织运作的内在逻辑，而且与我国长期
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相契合，能够对其他的问责类型起到支撑作用（Ｂｏｖｅｎｓ，
２００５），是问责工作精准化实现的主要形式。二是由内而外的政治问责机制。在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通过由内而外的政治问责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不仅能够保持行政机关内部的廉洁性和效率性，而且也能够涵盖绝大多数
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务人员，是问责工作精准化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１：政治问责压力越大，问责工作的精准度越高。
２ ． 法律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
法律问责指的是公共行政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并接

受法定问责主体的质询。与政治问责的服从关系不同，法律问责属于官僚体系
外部的问责机制，其强制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赋予，可视为政治问责的重要
补充。从西方国家的法律问责实践来看，司法与行政的关系不如立法与行政关
系那么密切，历史上司法一直对行政保持戒备之心，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更具有
说服力（Ａｌｌａｎ，１９９３：２０５）。从我国的法律问责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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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是我国政府法律问责机制完善的起点和里程碑，并且随着“依法行政”概
念的提出不断走向深化。近年来，司法体系的日益完备化，不仅强化了法律问
责对公权力的约束力，同时催生出了新的法律问责机制，法律问责压力也随之
不断增大。法律问责压力对精准问责的现实意义在于，问责主体的异体性、问
责依据的规范性和问责手段的程序性，以保障个人的合法权利免受行政机关和
多数人暴政的侵犯（Ｂａｒｋｅｒ，２００１），为问责工作的精准化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法
律支撑和程序保障。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２：法律问责压力越大，问责工
作的精准度越高。
３ ． 社会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
社会问责指的是行政组织的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普通公民或者社会

组织自下而上的质询。社会问责作为异体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政治问
责和法律问责之外对失责对象进行社会监督，揭示出社会本身也可以成为问责
精准化实现的重要力量。在具体的问责实践中，通过公共参与来推动的社会问
责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修正民主选举和推
进官僚体制的重要举措（黄冬娅，２０１２）。从我国社会问责实践情况来看，虽然
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不同形式的社会问责已经出现，但大多是由事件或者问题
驱动的，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不定期的、零散的监督，尚缺乏制度化的建构
和支撑（Ｍａ，２０１２）。然而，随着近年来社会监督渠道和方式的日益多元化，
政府官员面对来自体制外或社会的问责压力显著增强，社会（体制外）的问责
期望成为影响问责结果的关键因素（张欢、王新松，２０１６），能够为精准问责的
实现提供信息支持和过程监督。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３：社会问责压力越
大，问责工作的精准度越高。
４ ． 专业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
专业问责指的是行政机构及其人员必须依照专业知识履责并将控制权置于

专业人员手中接受质询。在西方语境下，专业问责被认为是最适合于促进官僚
的责任感，以抵御政治权力拥有者任意使用问责大棒对行政官僚的自由裁量权
造成损害（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９４０）。然而，专业问责在这四种问责类型中实现程度最
低且难度最高，因为实施专业问责意味着在唤起行政人员作为专业团队成员责
任感的同时，这种责任感反过来又会强化其在所从事行业的专家地位（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１９９５；张雪帆，２０２０），容易出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矛盾现象。
并且，传统科层结构主导下的问责模式，存在以整体问责代替各司其职、以人
格化问责代替职业主义要求的倾向（周黎安，２０１４），是导致精准问责难以实现
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中国官员问责法制化、规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行政人员面临的专业问责压力也会日益增强，倒逼其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工
作的质量，以适应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４：专业
问责压力越大，问责工作的精准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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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及研究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的重要内容，并专门成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承担具体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任务。中央环保督察经历了从“督企”到“督政”再到“党政同责”的演
变历程（陈海嵩，２０１７），对生态环保问责案例进行分析能够较为系统地呈现当
前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在时间范围方面，２０１５年是我国生态环保问责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党政领导干
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的生效实施以及中央环保督察组于同
年年底正式进驻河北省，标志着我国生态环保问责步入实质阶段（胡春艳、刘
丽蓉，２０１９）。为此，本文以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生态环保问责案例为研究对象，通
过实证分析探讨精准问责的影响因素。

案例数据获取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以权威性和典型性为原则，通
过国家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省级政府纪委监委官方网站，以“环境问责”“生
态环保问责”为关键词，以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为时间节点进行检索，收集有关生态
环保问责的案例样本。第二步，兼顾样本的全面性和多样性，通过中国报纸资
源全文数据库、北大法宝数据库、百度搜索引擎等进行辅助抽样，获取地方政
府和权威媒体发布的生态环保问责案例，以弥补研究样本可能存在的信度和效
度问题。第三步，为确保样本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根据相关性和规范性原则对
样本进行筛选和净化，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２６９个（中央部委公布的１４个，省级
公布的１３９个，市级公布的６６个，区县级公布的５０个），共同构成案例分析的
样本集。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实证检验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及
影响因素。其一，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构建评价问责工作精准度状况的评估
指标体系；其二，运用内容分析法，评估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并获取本研究
的因变量；其三，运用回归分析法，检验政治问责压力、法律问责压力、社会
问责压力和专业问责压力对问责工作精准度的影响。

（二）变量描述及操作化
１ ． 因变量：问责精准度
精准问责作为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专

门针对问责精准度状况的测量。为解决评判标准和工具匮乏的问题，本文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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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问责的政策要求和操作规范，构建问责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评估，为
评价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提供抓手。首先，收集精准问责的政策要求和操作
规范文本。关于精准问责最权威的解读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本文将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出版的《精准规范问责政策研究与案例分析》
（２０２１）一书作为评价问责精准度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
方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等刊登的有关精准问责的
政策解读和操作指导也是评价问责精准度的重要补充材料，经过多次筛选和整
理，最终获取１４万字的政策资料作为分析样本。其次，根据精准问责的文本资
料构建问责评估指标体系。将上述收集到的精准问责文本资料导入Ｎｖｉｖｏ１２软件
进行分词处理和词频统计，并由两位经过一致编码训练的编码员对有效高频词
汇进行归类和整理，构建起一套包含１６个维度的精准问责评估指标体系。最
后，运用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为保证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在
问责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运用德尔菲法邀请问责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指
标进行权重和赋值，最终获取评价问责精准度状况的评估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精准问责的评估指标体系

有效高频词汇 评估
指标

指标
分值 评估标准

问责条例、问责规定、建章立制、
有章可循

明确问
责依据 ６

判断案例是否明确问责的制度依据，
是得分，否不得分

抓小抓早、防微杜渐、函询约谈、
苗头性、倾向性

强化过
程监督 ８

判断案例中的问责主体是否进行过程
性监督，是得分，否不得分

上级交办、主体缺位、被动问责、
有责不问、畏首畏尾、好人主义

主动发
起问责 ６

判断案例中的问责主体是否主动发起
问责活动，是得分，否不得分

启动立案、调查审理、审批报备、
决定执行、程序合规

严格问
责程序 ８

判断案例是否严格依据问责程序开展
问责工作，是得分，否不得分

听取陈述、先入为主、主观臆断、
听取意见

听取陈
述申辩 ６

判断案例是否听取问责对象的陈述申
辩，是得分，否不得分

推卸责任、问下不问上、问低不问
高、无权有责、“背锅”、上宽下严

遵循权
责一致 ８

判断案例是否遵循权责一致原则作出
问责决定，是得分，否不得分

从严问责、失责必问、四种形态、
问责温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做到宽
严并济 ６

判断案例是否体现宽严并济的问责原
则，是得分，否不得分

三个区分开来、尽职免责、减轻问
责、深化整改、纠正偏差、堵住漏洞

坚持容
纠并举 ６

判断案例是否体现容纠并举的问责要
求，是得分，否不得分

时任领导、终身问责、提拔调离、
还原真相

开展责
任倒查 ４

判断案例是否启用责任倒查机制，是
得分，否不得分

·７２·

问责压力何以影响精准问责？◆



有效高频词汇 评估
指标

指标
分值 评估标准

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
直接责任

区分责
任类型 ４

判断案例是否准确区分不同的责任类
型，是得分，否不得分

实事求是、证据确凿、实实在在、
心服口服

事实证
据充分 ８

判断案例中的事实证据是否充分，是
得分，否不得分

态度动机、一贯表现、挽回损失、
区分情况

科学问
责决定 １０

判断案例是否综合各方面因素作出问
责决定，是得分，否不得分

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权力主体、
领导班子、班子成员

问责关
键少数 １０

判断案例中的问责对象是否为“关键
少数”责任人，是得分，否不得分

集体决定、党委（党组）、工作机
关、民主集中制

问责集
体责任 ４

判断案例是否追究失责组织的集体责
任，是得分，否不得分

提出申诉、申诉答复、影响期满、
正常使用

保障合
法权益 ４

判断案例是否保障问责对象的合法权
益，是得分，否不得分

回访教育、心理疏导、放下包袱、
重拾信心

帮助问
责对象 ２

判断案例是否体现对问责对象的帮助
和鼓励，是得分，否不得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自变量：问责压力
根据国内外文献梳理出来的影响问责结果、问责幅度、组织绩效等因素，

并结合案例实际情况对变量进行适应性调整以确定自变量，变量选取及定义
如下：

（１）政治问责压力。一是领导批示。在层级严密的科层结构中，领导批示
可以透过行政组织直接传递信息，修正需要层层传递决策的科层官僚制弊端，
并引导组织资源更为直接地进入政治问责领域，是决定官员问责结果的关键因
素（许玉镇、刘滨，２０２０）。领导批示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无领导批示
＝ １，省部级以下领导批示＝ ２，省部级领导批示＝ ３，国务院副总理批示、国务
委员批示＝ ４，国家主席批示、国务院总理批示＝ ５。二是提级问责。上级问责
压力会调节绩效差距对绩效水平的作用，并且直接上级问责压力与更上一级问
责压力的调节作用存在差距（王程伟、马亮，２０２１），同理，来自不同层级的问
责压力亦可能对问责工作的精准度产生影响。提级问责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
下：同级问责＝ １，直接上级问责＝ ２，更上一级问责＝ ３。三是问责条例。问责
制度规范（主要指２０１９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否健全，是当
前提升问责工作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的重要制度依据，对于扭转问责实践
中出现的不精准现象具有基础性作用。问责条例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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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条例修订前的案例＝ ０，问责条例修订后的案例＝ １。四是巡视巡察。巡视巡
察通过政治动员、激励授权、闭环管理和监督制衡等机制的综合运用，发挥维
护中央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密切联系群众和推进基层治理等四种基本功能，
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应对规模治理“失察难题”的长效机制（周
光辉、陈玲玲，２０２２）。巡视巡察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非巡视巡察期间＝
０，巡视巡察期间＝ １，巡视巡察“回头看”期间＝ ２。

（２）法律问责压力。一是违法行为。当失责事件存在违法行为时，必然会
涉及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并且鉴于事态性质及恶劣程度，可能会使部分高层领
导因监管不力等原因受到追究，进而对问责结果和幅度产生重要影响。违法行
为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不存在违法行为＝ ０，存在违法行为＝ １。二是司
法介入。司法机关的问责权力是政治制度和宪法法律赋予的制度性和强制性权
力，不仅能够以代理人的身份保障问责过程和问责结果的公平公正，而且能够
以法律制裁的方式确保问责结果得以执行，以减少问责实践出现畸轻畸重的不
精准现象。司法介入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不存在司法介入＝ ０，存在司法
介入＝ １。　

（３）社会问责压力。一是媒体舆论。报纸有助于增强政治问责能力，促进
地方政府问责（Ｙａｚａｋｉ，２０１７）。随着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体
的及时性和交互性能够与传统媒体形成互补优势，构成监督问责活动精准开展
的联动压力。媒体舆论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没有任何媒体报道＝ ０，网络
社交媒体报道＝ １，传统媒体报道＝ ２，传统媒体、网络社交媒体均报道＝ ３。二
是民众诉求。信访举报不仅是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信息和案件线索的重要来源，
也是社会公众对党员干部、行政监察对象进行监督的重要渠道，会对问责工作
的精准有效开展产生影响。民众诉求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没有接到信访
举报＝ １，接到信访举报１ － ２次（或群众反映） ＝ ２，接到信访举报３ － ４次
（或群众多次反映） ＝ ３，接到信访举报５次及以上（或群众强烈反映） ＝ ４。

（４）专业问责压力。一是专业规范。专项行为规范不仅是传播公共服务价
值理念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明确职责分配和划分的重要依据，能够厘清谁应
对什么负责、何时对什么负责以及谁应该为错误负责等问题（Ｗｉｌｌｅ，２０１０），
是构成专业问责压力来源的重要方面。专业规范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没
有专项问责规范＝ ０，有专项问责规范＝ １。二是职业履历。一般认为，领导所
具备的与组织核心业务相关的专业知识与组织绩效有关，领导的专业性越强，
组织的绩效水平越高（Ｇｏｏｄａｌｌ ＆ Ｂｋｅｒ，２０１５），因此，问责机关“一把手”的
相关履历亦可能会影响问责工作的精准度。职业履历作为自变量的操作化如下：
无纪检监察工作履历＝ ０，有纪检监察工作履历＝ １。
３ ． 控制变量
为防止其他随机因素的干扰，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控制变量分

·９２·

问责压力何以影响精准问责？◆



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失责事件发生地的地域特征，主要包括：一是发生区域。
失责事件的发生区域是影响问责幅度的辅助性因素，事件发生的行政区域不同，
其问责幅度和力度也不同（张创新、陈文静，２０１２），故将其编码为：西部地区
＝ ０，中部地区＝ １，东部地区＝ ２。二是城乡差异。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
下，城乡有别的公共参与途径并没有完全消除，使得城乡居民在问责认知和诉
求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史丹等，２０２０），故将其编码为：农村＝ ０，城市＝ １。
三是人均ＧＤＰ。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和问责绩效密切相关，为
减少该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故滞后一年收集失责事件发生地的人均ＧＤＰ并
进行对数化处理。第二类是失责事件本身具有的属性特征，主要包括：一是事
件类型。事件类型既是事件发生的原因和领域，也是地方政府守土尽责的职责
边界。根据环境保护法关于事件类型的划分，将其编码为：水体污染＝ ０，大气
污染＝ １，土壤污染＝ ２，固废污染＝ ３。二是严重程度。失责事件的严重程度与
政府官员的问责程度和问责职级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越严重，政府官员受到严厉问责的可能性越高（许玉镇、刘滨，２０２０）。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将其编码为：一般环境事件＝ １，较大
环境事件＝ ２，（特别）重大环境事件＝ ３。三是监察问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出台，不仅明确了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进行
监督和问责的权力，同时也是实现领导责任法定化、解决问责机构专门化、提
升问责决定权威性的必然之举（曹鎏，２０２０），对于保障问责工作的精准化实现
具有独特的作用，故将其编码为：《监察法》施行前＝ ０，《监察法》施行后＝ １。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１）
样本量

（２）
均值

（３）
标准差

（４）
最小值

（５）
最大值

问责精准度 ２６９ ４６ ６５ １０ ３１ １８ ７８

发生区域 ２６９ １ ０９ ０ ９０ ０ ２

城乡差异 ２６９ ０ ６３ ０ ４８ ０ １

人均ＧＤＰ ２６９ ５７９８３ ２７９５４ １２６５６ １５０７３９

事件类型 ２６９ １ ２９ １ １９ ０ ３

严重程度 ２６９ １ ２０ ０ ４２ １ ３

监察问责 ２６９ ０ ７１ ０ ４６ ０ １

领导批示 ２６９ １ ４５ ０ ７５ １ ３

提级问责 ２６９ ２ １２ ０ ７０ １ ３

问责条例 ２６９ ０ ８０ ０ ４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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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１）
样本量

（２）
均值

（３）
标准差

（４）
最小值

（５）
最大值

巡视巡察 ２６９ ０ ８１ ０ ６４ ０ ２

违法行为 ２６９ ０ ４６ ０ ５０ ０ １

司法介入 ２６９ ０ ０４ ０ ２１ ０ １

媒体舆论 ２６９ ０ ３２ ０ ６５ ０ ３

民众诉求 ２６９ １ ７１ １ ００ １ ４

专业规范 ２６９ ０ ２０ ０ ４０ ０ １

职业履历 ２６９ ０ ６８ ０ ４７ ０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问责精准度状况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１精准问责评估指标体系，对收集到的２６９起生态环保问责案例进行

逐项比对打分，均值分析发现，问责精准度的平均值为４６ ６５，最小值为１８，
最大值为７８，标准差为１０ ３１，表明问责精准度状况符合正态分布且存在一定
的区分度。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案例的得分在３０ － ７０之间浮动（如图
２所示），说明当前各地的问责工作精准度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进
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以找到影响问责工作精准化实现的关键环节和主要因素。

图２　 问责精准度的散点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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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问责工作精准化实现的影响机制，本文使用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对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考察。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的Ｐ值为０ ０１３２ ＜
０ ０５，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更优。因此，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研究假设进
行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模型（１）是仅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
（２）—（５）是加入自变量后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模型（２）—（５）的调整Ｒ平
方系数较模型（１）有明显的提升，说明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部分假设得到了实证支持。在控制变量中，发生区域的中部地区在模型
（１）中未达到显著水平，但在模型（２）—（５）随着自变量的加入其对问责精准
度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发生区域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并非直接的；城乡
差异在模型（１）—（５）中均达到显著水平，且城市的问责精准度显著高于农村
的问责精准度，表明城乡区域对问责工作精准度具有直接影响；监察问责在模
型（１）—（５）中均达到统计显著性，表明《监察法》的颁布施行不仅更加严明
了监督执纪工作的内容和程序，同时也为问责工作的精准化实现提供了法律层
面的支撑；人均ＧＤＰ、事件类型、严重程度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说
明区域特征和事件属性对问责工作精准度的影响并不稳健。

表３　 精准问责影响因素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控制变量　

区域
特征

发生区域（西部地区为参照）
中部地区 ９ ７７０ １２ ８２６ １２ ７３３ １３ ０９３ １２ ５９９

东部地区 ３ ６９０ ６ ９４５ ７ ８２６ ６ ７６５ ６ ６９８

城乡差异 ５ ７５６ ４ ５２０ ４ ６３０ ４ ９０５ ４ ７６８

人均ＧＤ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事件
属性

事件类型（水体污染为参照）
大气污染 － ０ ６４０ － ０ ２５６ － ０ ６４８ － ０ ３７１ － ０ ５７８

土壤污染 － ０ ４１７ － ０ ３７８ － １ ２０３ － ０ ８２１ － ０ ９５０

固废污染 － ０ ７８０ － １ １５２ － １ ４０２ － １ ０７４ － １ ０１９

严重程度 ０ ８０１ ０ ５２９ ０ １６０ ０ ３７１ ０ ５３６

监察问责 １１ ７００ １０ ５５０ １１ ５７４ １１ ３９７ １０ ９５６

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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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政治
问责

领导批示 ５ １７５ ５ ３７０ ５ ２１４ ５ ２１５

提级问责 － ２ １５３ － ２ １２３ － ２ ４０１
－ ２ ３５６

问责条例 ３ ３３６ ３ ３８４ ３ ３１６ ３ ２３１

巡视巡察（非巡视巡察期间为参照）
巡视巡察期间 － ６ ２３７ － ６ ５００ － ６ ７１８ － ６ ７１０

“回头看”期间 － ９ ７４９ － ９ ８６４ － １１ ０５５ － １０ ９９１

法律
问责

违法行为 ２ ０１５ １ ９８３ ２ ０４１

司法介入 １ ７８１ ２ ６０９ ２ ４２４

社会
问责

媒体舆论（无媒体报道为参照）
网络媒体报道 － ０ ２１６ － ０ ４５０

传统媒体报道 ０ ５４２ ０ ３４９

网络／传统媒体均报道 ６ ６１１ ６ ４８６

民众诉求 １ ４８８ １ ５３８

专业
问责

专业规范 １ ４９５

职业履历 ０ ３１２

常量 ３６ ９１９ ３０ ０７９ ２７ ７３５ ２２ １７０ ２１ ９７９

样本数量 ２６９ ２６９ ２６９ ２６９ ２６９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Ｒ２ ０ １５８ ０ ２９７ ０ ３０８ ０ ３３１ ０ ３３４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政治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
模型（２）对研究假设１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政治问责压力中的

领导批示、提级问责和巡视巡察对问责精准度有显著影响，但问责条例对问责
精准度的影响并不显著，部分支持研究假设１。

一是领导批示对问责精准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领导
批示每提升一个层级，问责精准度增加５ １７５分。这说明在众多的政府议题中，
批示往往是领导对于议题的紧急性和优先性的判断，是中国各级领导工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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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式（陶鹏、初春，２０２０），不仅能够有效地调配和集中监督执纪人员的注意
力，而且还能够引导更多的资源投入加以处理，进而影响问责工作的精准度。
与此同时，领导批示也可以视为一种信息交流和回应机制，在表明领导干部政
治立场的同时，也蕴含着“同意执行”的行政默许（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７４；张新
文、张国磊，２０２０）。当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后，通常会由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并通过成立领导小组、召开协调会议、听取工
作报告等形式回应和抓好生态环保责任追究工作，进而推动问责工作的严肃、
规范、精准开展。

二是提级问责对问责精准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Ｐ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５），问责
主体每跨越一个层级，问责精准度降低２ １５３分。这说明当前许多地方的问责
工作被动化倾向较为明显，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了上级政府的关注后，地方政府
才督促相关责任人被问责，这不仅会削弱问责工作的精准度，长此以往，还会
减损问责工作的威慑力，难以达到精准施治的问责效果。此外，虽然上级政府
对问责工作的有效介入起到了“维稳器”的作用，但由于问责鸿沟的存在使得
精准问责难以实现。因为在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中，介入层级与失责层级之间
的干预关系可能会产生更大距离，使得收集所有必要信息以追究个人责任变得
困难（Ａｕｃｏｉｎ ＆ Ｊａｒｖｉｓ，２００５；Ｂｏｖｅｎｓ，２００５），成为制约问责工作精准化实现
的现实障碍。

三是问责条例对问责精准度具有正向影响，问责条例修订后比修订前的问
责精准度增加３ ３３６分，但是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作为“精准问责”概念提出后首部对其进行
操作化的党内法规，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其制度效应正在逐步显现，为问责工
作的精准有效开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遵循；另一方面，问责制度建设是一个渐
进积累的过程，问责制度体系的建设需要根据问责情境和问责矛盾等变化进行
适度的调试和完善，才能不断增强问责制度对问责主体的指导性和问责对象的
约束力，进而推动问责工作的精准有力开展。

四是巡视巡察对问责精准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巡视
巡察期间与“回头看”期间比非巡视巡察期间的问责精准度降幅达６—９分以
上，这说明通过巡视巡察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存在较为严重的生态责任缺失问题，
一些生态环境问题直至“回头看”期间亦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存在“表面
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等现象，是导致问责精准度得分显著降低的重
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环保督查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很容易使其陷入内
卷化困境，通过无休止的督察“回头看”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回弹可能会带来巨
大的治理成本（苑春荟、燕阳，２０２０）。在未来的实践探索中，需要推动巡视巡
察工作由运动式治理向常态化治理转变，激发地方政府主动承担生态环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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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生动力。
２ ． 法律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
模型（３）对研究假设２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法律问责压力中的

违法行为和司法介入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研究假设２未得
到实证支持。

一是违法行为对问责精准度影响的系数为２ ０１５，尚未达到统计显著性。一
方面，虽然法律责任看似是四种问责类型中较为清晰的一种，但是实际上法律
问责的实现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法律只是创造了责任追究的可能性而没
有强制规定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法律问责需要外部监督力量
的主动要求才能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绝大部分都是中共党
员，除国家法律外他们还会受到党内法规的约束。如失责事件中存在违法行为，
在对责任人进行党纪政务处分后会将其移送至司法机关处理；如失责事件中不
存在违法行为，在党纪严于国法的背景下，失责官员依然会受到党内法规的严
厉制裁。

二是司法介入对问责精准度具有正向影响，司法机关的介入使问责精准度
增加了１ ７８１分，但不具有显著统计性。在我国党政体制中，司法力量并不算
传统的强势权力，不仅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大众化等因素的困扰，而且与
行政力量存在长期的职权配置博弈。但值得注意的是，司法机关所具有的司法
审查权、解释权和执行权等，仍能够对其他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适度的
制约，并且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司法体系的深化改革，司法机关对
地方政府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的约束不断增强（Ｍｉｎｚｎｅｒ，２０１１；向淼、郁建兴，
２０２２）。这意味着司法有效介入也是促成官员问责的重要力量，能够为问责工作
的精准化实现提供一定的程序性和法制性保障。
３ ． 社会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
模型（４）对研究假设３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社会问责压力中的

民众诉求对问责精准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媒体舆论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则不显
著，部分支持研究假设３。

一是媒体舆论通常被称为“第四种权力”，能够以怀疑的眼光关注政府，促
使政府纠正问责存在的问题（Ｂｅｎｎｅ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４７），但不同类型的媒体报
道在作用机制方面存在差异。回归结果显示，网络社交媒体报道或传统纸质媒
体报道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较小，但是当两者形成联动压力时则使问责精准度
增加了６ ６１１分。这说明网络媒体具有广泛的传播力但信息容易失真，传统媒
体公信力较强但议程设置能力减弱，任一方式都难以确保精准问责的实现。然
而，当两者结成“督责联盟”时，不仅会形成推动问责工作开展的强大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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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会触发科层官僚体系的内部压力，减小暗箱操作的空间，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助推精准问责的实现。

二是民众诉求对问责精准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Ｐ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５），民众
诉求每提升一个等级，问责精准度增加１ ４８８分。这说明中央能够通过上访量
和投诉等内容取得当地居民对地方官员施政态度的信息，并通过事后对地方官
员追责以约束其行政行为，进而激励地方官员更好地服务当地居民（杨瑞龙
等，２０１０），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精准问责实现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此外，民众
诉求压力在本质上可被视为一种“火警”问责机制（ＭｃＣｕｂｂｉｎｓ ＆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１９８４），在向地方主政官员发出潜在社会不稳定信号的同时，监督专责机关也可
以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民众的诉求和不满。这不仅是地方政府回应能
力的现实体现，也是提升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重要维度，能够倒逼相关责任主
体不断提高问责工作的精准度以满足民众的需要。
４ ． 专业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
模型（５）对研究假设４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专业问责压力中的

专业规范和职业履历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未能支持研究
假设４。

一是专业规范对问责精准度具有正向影响，专业规范的存在使问责精准度
增加了１ ４９５分，但不具有显著统计性。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专业问责的
实现是有条件的，除了受到职业目标和组织结构的规范外，还会受到专业人士
和行业协会等的影响（Ｖｒｉ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但从案例呈现的内容来看，除了专
项行为规范外，专业人士和组织参与监督的案例几近为零。另一方面，专业规
范对问责精准度的贡献，不仅在于数量的有无，更在于标准以及规则的确立，
并且随着行政事务分工的日益专业化，将来开展问责工作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
的“专业壁垒”，唯有不断提高专业问责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地保障问责工作的
精准化实现。

二是职业履历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系数为正，问责部门“一把手”拥有纪
检监察的工作履历使问责精准度增加０ ３１２分，但是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一方
面，这一发现回应了内行领导更好还是外行领导更好的现实争议，回归结果显
示“一把手”的职业履历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并不大，表明在集体领导和分工
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下，“一把手”的工作履历并不能直接影响组织绩效（刘
杨、马亮，２０２２）。另一方面，新时代纪检监察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功能定
位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与之相对应的是，纪检监察部门“一把手”的流动性显
著增大且转任现象较为普遍，“一把手”的纪检监察工作履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
间积淀才能显现其效果。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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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讨论

（一）理论贡献
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要求下，“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已然成为常

态，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问责工作中出现的不精准现象也引发了广泛担忧，亟
待从理论上予以回应。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当前我国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
差异性较大，部分案例能够较好地贯彻权责一致、宽严并济等问责原则，从而
使问责工作呈现出更高的精准度，但部分案例则存在问责主体缺位、过程监管
不足等问题，是导致其得分较低的重要原因。通过对精准问责影响因素的进一
步分析发现，政治问责压力中的领导批示、提级问责、巡视巡察和社会问责压
力中的民众诉求是影响问责精准度的关键因素，但是法律问责压力和专业问责
压力对问责精准度的影响未得到实证支持。这些研究发现不仅从实然层面回答
了当前我国问责工作的精准度状况，而且也丰富了不同压力情境下的问责理论
研究。

第一，基于具体的问责情境认知丰富了问责类型学研究成果。管理不同且
有时互相冲突的问责压力或期望一直是问责研究的重点，并衍生出了丰硕的问
责类型学研究成果（Ｐｏｓｎｅｒ，２０００），其中罗美泽克及其合作者提出的“问责类
型四分法”最具影响力。然而，正如中西不同政治生态中的问责差异一样，基
于西方问责情境的分类方式显然难以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政治生态。因此，本文
根据中国的问责实践对其进行了本土化调试，并以精准问责命题的提出为契机，
实证检验了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分析精准问责的影响因
素提供了一个兼具学理性和现实性的理论框架，丰富了问责研究的分析工具和
理论认识，可视之为对问责类型学研究的一种理论检验和回应。

第二，基于生态环保问责拓展了压力型体制的理论解释力。压力型体制是
刻画我国行政体制运行的生动概念，强调各级政府在各种压力下驱动运行的状
态，其中最核心的压力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杨雪冬，２０１２）。该概
念已由最初的经济领域扩散到了社会管理等领域，显示出压力型体制在中国治
理情境下的适用性和生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生态环保问责案例为研究对
象，探讨了压力型体制将“问责压力转化为问责绩效”的过程，发现来自科层
体制内部的政治问责压力是影响问责精准度的主导力量，来自社会公众的督责
压力是推动问责精准化实现的关键力量，为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和问责工作的
精准开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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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议
问责工作的精准化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受到多重问责压力来源的影

响。为深化精准问责的实践探索、实现精准问责的预期效果，基于研究发现本
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转被动问责为主动问责。研究发现，领导批示和提级问责对问责工
作精准度具有显著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领导批示还是提级问责均反
映出直接责任主体监管缺失的问题，直至失责事件引起上级政府的注意和介入
后才被动地启动问责程序，有违“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
因此，为进一步提高问责工作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一方面需要完善监督主体的
激励机制，将问责质量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以此作为评先评
优、提拔任用的参考依据，激发监督主体主动问责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需要
强化监督主体的约束机制，对监督不力和监管失察的责任主体进行责任追究，
倒逼其肩负起守土一方的职责使命。

第二，建立健全长效问责机制。研究发现，巡视巡察和民众诉求均是影响
问责工作精准度的关键变量，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形成了“民众诉求－巡视巡察－
责任追究”的问责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问责信息的不对称性难题，同
时也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民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问题。然而，该问责路径的高
效运转不仅与社会公众的参与度和巡视巡察的周期性密切相关，而且与生态环
保失责事件所具有的特性紧密相联，任一要素的缺失都有可能减损问责工作的
实际效果。因此，未来需要设定更加稳定和长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将成功的经
验和成熟的做法通过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依托信息技术手段探索数字化
监督体系新模式，为问责工作的精准化实现赋能增效。

第三，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能力。研究发现，部分地方发布的生态环保问责
案例在典型性、规范性以及指导性等方面存在欠缺。实际上，十九届中纪委历
次工作报告多次强调要“发布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运用典型开展警示教育”
和“形成以案警示长效机制”，达到“问责一个、警醒一批、教育一方”的问
责效果。因此，可以借鉴司法判例已有经验完善问责案例的筛选、撰写和发布
机制，提升典型案例对精准问责的示范和指引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专题培训、
跟案学习以及“传帮带”等方式增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以提升问责工作精准化实现的可能性。

（三）研究不足
本文虽然基于生态环保问责案例分析了精准问责的影响因素，但是仍存在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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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是研究样本的局限。尽管研究样本尽可能兼顾不同的层级、
区域以及发展水平等因素，但在现实政治场景中，问责工作的精准化实现还可
能受到领导特质、行为偏好、力量博弈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
入挖掘以加强理论假设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研究方法的局限。尽管研究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问责压力与问责精准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未来仍需对
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客观的测量，并在时机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问责工
作开展的各环节进行跟踪调查，以更为精准地把握问责精准化实现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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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压力何以影响精准问责？◆


